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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團隊創新有助於企業開創新的市場契機，故團隊創新行為的發展便顯得相當的重

要。本研究旨在探討團隊認定、領導型態、團隊自我管理行為與團隊創新行為之間的

關係。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對台灣製造業進行研究，採用區段迴歸和階層迴歸方法分

析資料，探討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對團隊認定和團隊創新行為的中介影響，及領導型態

團隊認定和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調節影響。結果發現，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對團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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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團隊創新行為有中介影響、團隊認定及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正向影響、

領導型態會強化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本研究結果凸顯企業制定

團隊認定策略、發展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和適合的領導型態之重要性。 

關鍵詞：團隊認定、領導型態、自我管理行為、階層迴歸分析、區段迴歸分析。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eam identity, 
team leadership, and team innovative behavior.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rom the industrial field, use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ine 
team leadership as a moderator variable between team identity and team self-managing 
behavior and team self-managing behavior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his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eam self-managing behavior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identity and team innovative behavior (2) team identity and team leadership had direct 
effects on team self-managing behavior, and (3) team leadership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identity and team self-managing behavior. This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s of team identity and team self-managing behavior in 
the team innovative behavior. 

Keywords: team identity, leadership,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block regression analysis . 

 

壹、緒論 

團隊創新有助於企業開創新的市場契機（Flood, Turner, Pearson, & Ramamoorthy, 
2001），故團隊創新行為的發展便顯得相當的重要（Janssen, 2000, 2003）。雖然有關創

新的研究相當豐富，然而檢視眾多相關研究，其脈絡多偏向創新對工作績效、產品技

術或是行為的影響（Bain, Mann, & Pirola-Merlo, 2001；Polities, 2004；Watkins, Ellinger, 
& Valentine, 1999），較少由心理層面探討創新行為的發展過程，而創新是屬於心理契

約，員工必須付出額外的心力進行創新研究，故心理層面的探討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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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創新行為之研究提出認定會對創新行為產生正向影響（Harrison & Laberge, 
2002；Laberge, 2002；Lovelace, Shapiro, & Weingart, 2001）。在團隊運作過程中，團隊

認定可以明確化成員的工作目標及認知，促使成員產生團隊認同感，願意進行創新行

為。然而團隊認定對創新行為是否透過其它中介變項，影響創新行為呢？此為本研究

欲探討之主題之一。 

團隊認定可以誘發團隊成員的自我管理行為（Cohen, Chang, & Ledford, 1997），

此種自我管理行為，正是團隊創新所需要的（Carmeli, Meitar, & Weisberg, 2006）；故

可推論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團隊認定與團隊創新之間可能扮演著一個中介的角色，而

此種中介影響，是過去團隊研究未曾探討須加以彌補的研究缺口之一。 

檢視過去團隊之相關研究可以發現，有高度自我管理能力的工作團隊，團隊的工

作和創新績效遠高於其它團隊（Cohen, Ledford, & Spreitzer, 1996；Spreitzer, Cohen, & 
Ledford, 1999）；在團隊創新行為發展過程中，自我管理行為究竟扮演著何種角色？是

團隊創新研究需加以釐清的重點。 

倘若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團隊認定與團隊創新的關係中為一重要的中介影響因

素，那麼組織該如何強化團隊成員的團隊認定與自我管理行為的關係呢？團隊的領導

可能是一關鍵；研究顯示，領導者能引導團隊成員更清楚自己的團隊角色和目標

（Conger, Kanungo, & Menon, 2000；Curry, 2002），在此有利的情境之下，將更可能強

化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關係，因此，推論團隊領導型態可能是團隊認定與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關係間的一重要調節因素。本研究則將團隊領導型態視為一調節變

項，探討其對團隊認定與團隊自我管理行為之間關係的調節影響；故團隊認定與團隊

自我管理行為的關係是否會受到團隊領導型態的調節而產生變化，是本研究欲彌補的

研究缺口之二。 

有鑒於目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團隊創新行為發展過程中角色探討之研究付之

闕如，故本研究首先將探討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團隊認定與團隊創新行為之間是否扮

演著一顯著的中介角色，其次，了解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此一重要的中介角色，是否會

因團隊領導型態的差異，而有進一歩的改變。根據上述動機，提出二個重要的研究目

的：(1)探討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對團隊認定與團隊創新行為之間關係的中介影響，(2)
探討團隊領導型態對團隊認定與團隊自我管理行為之間關係的調節影響；藉由上述問

題的釐清，提供學術界研究及實務界發展團隊創新行為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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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一、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中介影響 

團隊認定是個體在團隊中所產生的自我發展，在認知上，知道「團隊是誰」、「團

隊在何處」、及「團隊往哪裡去」，在情感上，「自己屬於某個團隊」（Gundlach, Zivnuska, 
& Stoner, 2006；Hogg & Abrams, 1988；Newman & Newman, 2001），此種自我發展可

以簡化及結構化團隊成員對團隊的認知，降低不確定因素，滿足個體對團隊的心理安

全需求（Newman & Newman, 2001；Terry, 2000）。 

創新行為係組織採用新的或是有用的想法，將組織外在環境產品或是流程引進現

有組織內部製程的行為（Dodgson, 2000），創新行為的基礎是想法，因此產生創新行

為的內在動機就顯得格外重要（Scott, 1995）。團隊認定能提昇團隊成員對團隊的信賴

程度，形成安全的依附關係（徐瑋伶與鄭伯勳，2002），在心理安全的狀況下，可以

有效處理意見分歧，進而增進創新的行為（Janssen, 2000；Laberge, 2002；Lovelace et 
al., 2001）。 

然而是否可能在團隊認定和團隊創新行為二者之間存在著重要的中介橋樑，是值

得進一歩探究的。團隊認定為個體在團隊中所形成的認知形象，強調團隊成員與團隊

間的關係（徐瑋伶與鄭伯勳，2003），以尋求歸屬感發展他們對團隊的價值和情感認

同（Hogg & Terry, 2000；Newman & Newman, 2001；Niens & Cairns, 2002）。當團隊成

員對團隊認定分享程度和清晰度越高時，團隊成員會提昇凝聚力，進而對工作愈投入

（Brickson, 2000；Niens & Cairns, 2002；Pratt & Foreman, 2000）。 

依據 Manz and Sims（1987）的研究，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發展的動機來自情感和

認知的激勵，所以當團隊成員的團隊認定分享度和清晰度愈高時，認同感也會提高，

而願意發展出團隊的高度自我管理行為，故可得知團隊認定可能會正向激勵員工發展

出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H1-1：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正向影響。 

又因為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呈現出的自主性，可以促進資訊流通，資訊的流通更有

助於團隊成員的創新行為（Carmeli et al., 2006）；同時，當管理者開放越多空間讓團

隊成員自行訂定目標、分配資源，創新行為便越能提昇（McGrath, 2001）；故可推論

團隊的自我管理行為對於團隊創新行為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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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以發現，高度團隊認定的團隊成員，可能因為明確的目標及工作認

知，而提升其團隊的自我管理行為，透過高度自我管理行為的自主能力，進而有高度

的創新行為表現；反之，低度團隊認定的團隊成員，可能因為模糊的目標及工作認知，

而抑制其團隊的自我管理行為表現，低度自我管理行為在控制幅度增加的扁平化組織

環境下，團隊將可能因缺乏自控而表現鬆散，進而不利於團隊的創新行為。針對上述，

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H1-2：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會中介影響團隊認定和團隊創新行為。 

二、團隊領導型態的調節影響 

眾多研究顯示，領導者的領導型態會影響部屬的工作行為（Vicere, 2002），轉換

型領導者協助員工將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結合，以激勵員工發展長期價值觀（Egri & 
Herman, 2000），有助於提升團隊成員自我目標設定、自我增強和自我期待；處理型領

導者採取清楚的工作目標、權宜的獎賞機制、標準化的工作程序來提昇員工的工作績

效（Dubinsky, Yammarino, Jolson, & Spangler, 1995），有助於團隊成員自我觀察、自我

目標設定、自我批判和深入練習。所以，不論是轉換型或處理型領導型態，皆可能會

激勵員工發展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此外，部分研究亦顯示處理型領導型態和轉換型領導型態皆對員工的工作績效有

正向影響，同時亦能誘發出正面的工作行為（Epitropaki & Martin, 2005；Mumford & 
Licuanan, 2004）。故可推論，處理型領導型態和轉換型領導型態對於員工的團隊自我

管理行為皆可能有正向影響。 

H2-1：轉換型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正向影響。 
H2-2：處理型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正向影響。 

當團隊領導型態為高轉換型，團隊成員會更加清楚團隊遠景和提昇工作動機，而

願意同心協力為團隊目標奮鬥（Kelloway & Barling, 2000；Stashevsky & Koslowsky, 
2006；Sivasubramaniam, Murry, Avolio, & Jung, 2002），在此有利的情境之下，將更可

能提昇團隊認定對自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 

反之，當團隊領導者表現出低轉換型領導型態時，團隊成員將不清楚團隊遠景和

角色，在目標不清楚的情況下，便無法找到個人在團隊內的定位及奮鬥方向，故無法

自動自發地為團隊效力，在此不利的情境之下，便會減緩或抑制了團隊認定對團隊自

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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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3：高轉換型領導型態會增強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 

當團隊領導者採取高處理型領導型態時，團隊成員會在目標導向、明確工作任務

界定的領導方式下（Dubinsky et al., 1995），釐清團隊的目標、規範及工作角色（Daft, 
1999；Dubinsky et al., 1995；Tracey & Hinkin, 1998），在此有利的情境之下，將更可

能強化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 

反之，當團隊領導者表現出低處理型領導型態時，團隊成員可能會因不明確的工

作任務界定而導致團隊目標及角色的模糊，在此不利的情境之下，便會減緩或抑制了

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 

H2-4：高處理型領導型態會增強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文獻，本研究提出，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會中介影響團隊認定和團隊創新

行為，以及領導型態會調節影響團隊認定和團隊自我管理行為兩項論點，建構圖 1 之

研究架構。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自天下雜誌一千大企業中，抽取 92 家企業，每家各取一團隊，團隊的定

義為成員相互依賴、分享資訊，以幫助彼此共同完成某項任務或是專案（Wysocki, 
2002）。每一團隊計發 5 份問卷，共抽取 460 位團隊成員為研究樣本，郵寄問卷給抽

樣廠商人力資源或部門主管，請求將五份問卷交予組織內部某一團隊，由共同團隊成

員填答。問卷寄出兩星期後，輔以電話催收，隔一週後再次催收，共計有 61 個團隊

回覆，回收 300 份，扣除廢卷 8 份，有效問卷 292 份。有效回收率為 63.5%。研究樣

本分布情形男性佔 55.8%，女性 44.2%；教育程度大多為專科畢業（35.3%），大學院

校次之（34.6%）；年齡分佈多在 26-30 歲之間（29.9%）；團隊年資主要為 1-3 年以上

（32.6%）；團隊類型以專案團隊為主（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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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係採用國外學者編製且被廣泛使用之量表，內容共分為五部份：團隊

認定、領導型態、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團隊創新行為、團隊組成與個人基本資料。問

卷編製完成後，請學術與實務界之專家九位進行審查，修改問卷以求得專家效度，進

而完成正式問卷。問卷內容由個別團隊成員針對自己所隸屬之團隊進行填答，然後將

個人的資料經過加總、平均的處理，才能產生團隊資料。茲將各量表的編製、信度、

效度考驗，分別說明如下： 

(一) 團隊認定 

本部份問卷採用 Sethi（2000）的團隊認定問卷，Cronbach’s α 值為 0.92，累積解

釋變異量為 77.55%。 

(二) 領導型態 

本 部 份 問 卷 採 用 修 正 後 的 MLQ5X 之 轉 換 型 和 處 理 型 問 卷 （ Dubinsky et al., 
1995），MLQ 問卷被廣泛使用來衡量轉換型和處理型兩種領導型態（Bass, 1999）。本

問卷又分處理型領導型態和轉換型領導型態兩構面。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 值分

別為處理型 0.79，轉換型 0.91，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62.45%。 

(三)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本部份問卷採用 Manz and Sims （Stewart & Manz, 1995）之 SMLQ 問卷，

Cronbach’s α 值為 0.96，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87.98%。 

 
團隊創新行為 

 
團隊認定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領導型態 

轉換型領導型態 

處理型領導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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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團隊創新行為 

本部份問卷採用 Scott and Bruce（1994）之創新行為問卷，Cronbach’s α 值為 0.88，

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68.53%。 

(五) 控制變項 

研究顯示，年齡及團隊型態會影響團隊績效（Cady & Valentine, 1999），故將年齡

和團隊類型列為控制變項。專案團隊乃指團隊成員隸屬同一部門，為專職、中長期性

合作關係，如行銷團隊（Wysocki, 2002）。跨部門團隊乃指團隊成原由其它部門調派

而來，完成任務後就回歸原部門，如品質改善團隊。團隊型態的認定由團隊成員依照

以上定義勾選。 

四、團隊層次資料的產生 

本研究所有變項分數乃透過團隊成員的個別問卷獲得，故需將個人的資料經過加

總、平均的處理，才能產生團隊資料。在產生團隊層次資料之前，必須先檢視團隊內

成員間填答的一致性；本研究首先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各變項在團隊間及團隊

內的變異程度，當團隊間的變異程度顯著優於團隊內變異程度時，則資料適合處理成

團隊層次（Hofmann, 1997），其次採用群體內信賴係數 rwg 衡量同一變項在同一群體內

各填答者間是否具有一致性，當每一變項中的團隊 rwg 中位數大於 0.7 時，代表此樣本

團隊填答分數具有相當的趨同性，資料適合處理成團隊層次（Alper, Tjosvold, & Law, 
2000）。從表 1 之資料發現，各變項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皆達顯著，且團隊 rwg 中位數

皆大於 0.7，顯示本研究資料適合處理成團隊層次進行統計分析。 

五、資料分析 

在問卷回收後，本研究採用區段迴歸和階層迴歸兩種統計分析方法，進行假設的

驗證。首先，以區段迴歸分析檢定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是否為團隊認定及團隊創新行為

間之中介變項。參考 Baron and Kenny（2001）的理論，若自變數對依變數的直接影響

在加入中介變數後，仍呈顯著，則此中介變數的效果為部份中介影響，若為不顯著，

則為完全中介影響。 

接著，以二階階層迴歸分析驗證團隊認定和領導型態之交互項對團隊自我管理行

為的影響，逐一檢視每個步驟的△R2 值，如此可以得知個別預測變項對迴歸模式的貢

獻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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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變項之團隊層次驗證 
變項 One-way Anova F 值 rwg 值中位數 

轉換型領導 2.83*** 0.98 

處理型領導 2.85*** 0.95 

團隊認定 1.81*** 0.93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3.12*** 0.98 

團隊創新行為 2.87*** 0.96 

 
由於本研究皆採自評式的問卷調查，具有主觀認知的判斷，為預防可能導致的共

同方法變異（common method variance），因此將所有變項以團隊成員的平均數呈現，

以降低共同方法變異的影響（Jo, 2000）。並利用單一因素檢定法（Harman’s one -factor）
進行共同來源偏差的檢定（Podsakoff, MacKezie, Lee, & Podsakoff, 2003），結果發現，

在將各因素構面還原後，其各因素題項不會混淆，可知施測題項沒有重疊施測情況發

生。且五構面（GFI=.73；IFI=.54）模式較單一構面模式（GFI=.55；IFI=.33）有較佳

適配度，可知共同來源偏差不會對研究結果造成顯著影響。又根據文獻，轉換型或處

理 型 領 導 型 態 為 領 導 者 表 現 出 來 的 外 顯 領 導 行 為 （ Kelloway & Barling, 2000 ；

Sivasubramaniam et al., 2002），並不會因部屬的差異而有所不同，故領導型態分數可

以以團隊成員之平均數計算。此外，為確保自變項之間無共線性問題存在，先進行共

線性之檢定，根據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5）之建議，共線性判斷標

準 VIF 值需小於 10，方無共線性問題。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經整理、剔除無效問卷後，將資料進行編碼並輸入電腦，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在迴歸分析前，先進行常態檢

驗及線性分析，針對本研究變數，執行 K-S 統計分析及殘差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資

料呈現常態分配（p<.01）及具有線性模式。又各自變項之 VIF 值介於 1.01 到 1.88 之

間，遠小於 10，故無共線性問題存在。 

表 2 列出各變數之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矩陣，從表中得知，團隊認定和團隊創

新行為之相關係數為 .36，呈顯著正相關，此結果和 Seithi（2000）的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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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敘述統計量及變數相關分析表 
衡量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5 6 

1.年齡 3.07 1.38       

2.團隊類型  .83  .38 .22***      

3.團隊認定 5.19 1.12 .17*** .04     

4.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5.45  .92 .17** .07 ** .67***    

5.轉換型領導型態 3.67  .59 .21*** .18 .34*** .45***   

6.處理型領導型態 3.72  .56 .11 .04 .31*** .39*** .45***  

7.團隊創新行為 3.77  .39 .23*** .18 ** .36*** .47*** .66*** .62*** 

註：*** 為 .001 顯著水準；**為 .01 顯著水準；*為 .05 顯著水準 

 
其他各變項與團隊創新行為間亦呈顯著正相關，相關係數分別由 .18 到 .66。又其中

轉換型領導型態和處理型領導型態間呈現高度相關，相關係數高達  .45，此結果和

Dubinsky et al.（1995）的研究結果一致，顯示領導者通常都是合併使用處理型和轉換

型領導型態，因此本研究將轉換型和處理型領導型態的主要影響和調節影響作分開的

討論。 

一、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中介影響 

從表 3 之區段迴歸分析表可得知，在控制住年齡及團隊類型二變項後，以團隊自

我管理行為為依變項的模式一中，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顯著正向影響

（β=.66***），研究結果支持 H1-1。以團隊創新行為為依變項的模式一中，團隊認定

對團隊創新行為有顯著正向影響（β=.33***），模式二中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對團隊創新

行為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β=.43***），進一步從模式三中發現，當團隊認定與團隊自

我管理行為同時進入迴歸式後，團隊認定對團隊創新行為的正向影響係數便從 .33 降

為 .08，且由顯著影響變成無顯著影響，此結果滿足 Baron and Kenny（2001）所提出

的中介變數驗證模式，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團隊認定對團隊創新行為的影響過程中，

具有完全中介影響，研究結果支持 H1-2。 

二、領導型態的調節影響 

從表 4 之迴歸分析表可得知，在控制住年齡及團隊類型二變項後，轉換型領導型

態與處理型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係數分別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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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中介影響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團隊創新行為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年齡 .02 .14* .14** .13* 
團隊類型 .16*** .12** .06 .07 
團隊認定 .66*** .33***  .08 
團隊自我 

管理行為 
  .43*** .38*** 

R2 .47 .19 .26 .26 

調整後 R2 .46 .17 .25 .25 

F 值 82.87*** 16.06*** 24.60*** 19.96*** 

註：*** 為 .001 顯著水準；** 為 .01 顯著水準；* 為 .05 顯著水準 

表 4  團隊認定、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之影響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年齡 .13* .02 .02 .08 
團隊類型 .16** .16** .16** .15** 
團隊認定  .66***   
轉換型領導型態   .59***  
處理型領導型態    .48*** 

R2 .05 .47 .38 .28 

調整後 R2 .05 .46 .38 .27 

F 值 7.73*** 82.82*** 36.72*** 58.69*** 

註：*** 為 .001 顯著水準；** 為 .01 顯著水準；* 為 .05 顯著水準 

 
.48），此研究結果支持 H2-1、H2-2。又從表 5 之階層迴歸分析表得知，在控制住年齡

及團隊類型二變項後，模式二中轉換型領導型態皆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β 係數分別為.26），進一步從模式三中發現，團隊認定與轉換型領導型態的交

互項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8+）。為檢驗高／低轉換型領導

型態對團隊認定和團隊自我管理行為間關係的影響，本研究依據轉換型領導型態量表

中位數，進一步將轉換型領導型態，各分為高低兩組：高轉換型和低轉換型，分別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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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團隊認定及轉換型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之交互影響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年齡 .13* –.01 –.01 

團隊類型 .16** .16*** .15*** 
團隊認定  .66*** .66*** 
轉換型領導型態  .26*** .26*** 
團隊認定×轉換型領導型態   .08+ 

R2 .05 .53 .54 

調整後 R2 .05 .53 .43 

F 值 7.73*** 80.04*** 65.38*** 
ΔR2  .48*** .01+ 

註：*** 為 .001 顯著水準；** 為 .01 顯著水準；* 為 .05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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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轉換型領導型態高低分組調節影響 

 

製出團隊認定和團隊自我管理行為間之關係線。從圖 2 結果得知，採高轉換型領導型

態時，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高於採低轉換型領導型態時，研究結

果支持 H2-3。 



張火燦‧李安悌‧劉淑寧：團隊認定和領導型態對團隊創新行為之影響－自我管理行為的角色 469 
 
 

表 6  團隊認定及處理型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之交互影響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年齡 .13
*
 .01 .02 

團隊類型 .16
**

 .15** .14** 
團隊認定  .66*** .66*** 
處理型領導型態  .18*** .18*** 
團隊認定×處理型領導型態   .09* 

R2 .05 .50 .51 

調整後 R2 .05 .49 .50 
F 值 7.73

***
 70.01

***
 57.76

***
 

ΔR2  .44
***

 .01* 

註：*** 為 .001 顯著水準；** 為 .01 顯著水準；* 為 .05 顯著水準 

 
最後，從表 6 之階層迴歸分析表得知，在控制住年齡及團隊類型二變項後，模式

二中團隊認定及處理型領導型態皆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係數分

別為.66、.18），進一步從模式三中發現，團隊認定與處理型領導型態的交互項對團隊

自我管理行為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9*）。為檢驗高/低處理型領導型態對團隊認

定和團隊自我管理行為間關係的影響，本研究依據處理型領導型態量表中位數，進一

步將處理型領導型態，各分為高低兩組：高處理型和低處理型，分別繪製出團隊認定

和團隊自我管理行為間之關係線。從圖 3 結果得知，採高處理型領導型態時，團隊認

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正向影響高於採低處理型領導型態時，研究結果支持 H2-4。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為研究對象，採用區段迴歸分析和階層迴歸分析法探討團隊

自我管理行為在團隊認定、領導型態和團隊創新行為之間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結論與

建議從結論、管理意涵、未來研究、和研究限制分別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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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處理型領導型態高低分組調節影響 

 
一、結論 

研究結論分別敘述：(一)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對團隊認定與團隊創新行為的中介影

響，(二) 領導型態對團隊認定與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調節影響。 

(一)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對團隊認定與團隊創新行為的中介影響 

 綜合此部份研究結果發現，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顯著正向影響，研究

結果支持 H1-1。此結果和相關之團隊認定及集體工作行為的研究相符 （Niens & Cairns, 
2002）。團隊認定激勵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發展。 

其次，團隊認定對團隊創新行為有顯著正向影響；再者，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對團

隊創新行為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當團隊認定與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同時進入迴歸式

後，團隊認定對團隊創新行為的正向影響係數由顯著影響變成無顯著影響，此結果滿

足 Baron and Kenny（2001）所提出的中介變數驗證模式，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團隊認

定對團隊創新行為的影響過程中，具有完全中介影響，支持研究假設 H1-2。換言之，

團隊認定可以透過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提昇團隊創新行為，此結果與 Scott（1995）和

McGrath（2001）的研究結果相符，當團隊成員得認定程度越高，越能自我管理，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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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創新之行為便越能提昇。此結論不僅凸顯出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重要性，亦可彌補

過去研究單純重視團隊認定對於團隊創新行為的直接影響（Seithi, 2000），而忽略團隊

自我管理行為在此影響過程中中介影響之研究缺口。 

(二) 領導型態對團隊認定與團隊自我管理行為間關係的調節影響 

過去關於轉換型領導型態對工作績效的正向影響較有定論，但處理型領導型態對

工作績效究竟會有正向或負向的影響，尚有爭議（Goodwin, Wofford, & Whittington, 
2001），本研究結果顯示當領導型態為轉換型或處理型時，皆會正向影響團隊自我管

理行為，結果符合研究假設 H2-1、H2-2。此外，團隊認定與轉換型領導型態的交互作

用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團隊認定與處理型領導型態的交互作用對

團隊自我管理行為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研究結果顯示，轉換型和處理型之領導型

態，皆為團隊認定與團隊自我管理行為間關係的調節變項，結果符合研究假設 H2-3、

H2-4，並和過去相關研究結果類似（Dubinsky et al., 1995）。 

若從 Yammarino, Dubinsky, Corner, and Jolson（1997）之觀點出發解釋，係因高轉

換型和高處理型領導型態皆會主動介入問題、解決問題，同屬於積極型之領導型態，

故在領導型態為高轉換型或高處理型的情境下，可以增強團隊認定與團隊自我管理行

為間之正向關係。 

再者，轉換型和處理型領導型態其實都是一種交易型態，轉換型領導者雖然並不

如處理型領導者會明確告知部屬，獎勵和交易的條件，但是卻隱含在部屬的期待中 
（Goodwin et al., 2001），此可由轉換型和處理型有高度的相關性看出（Goodwin et al., 
2001），因此形成兩種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皆有方向一致的影響。 

另外，若從 Daft（1999）的觀點來解釋，不同的環境需要不同的領導型態，只要

選擇適當的領導型態對企業都會有正向的影響，因此領導型態與組織的適配度才是重

要的影響因素，此正可解釋為何轉換型和處理型的領導型態皆會對團隊認定與團隊自

我管理行為之間的關係產生正向調節影響。 

二、管理意涵 

基於研究之發現，可從二方向對實務界提出管理意涵：其一、團隊認定可透過團

隊自我管理行為正向影響團隊創新行為；其二、當領導型態為高轉換型或高處理型

時，會強化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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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團隊認定可透過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正向影響團隊創新行為 

就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中介影響而言，本研究結論凸顯出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團

隊認定和團隊創新行為二者間關係的重要性。未來企業須更強調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

團隊創新行為提昇上的重要性。首先，可藉由管理型態的改變，加強團隊成員的團隊

自我管理行為（Uhl-Bien & Graen, 1998），將傳統領導者的責任逐漸轉移到部屬身上，

以建立自主的管理文化；而團隊成員過去聽命行事的方式亦要有所改變，團隊成員必

須逐漸負起管理自己和工作的責任（Beckham, 1998；Ray & Bronstein, 1995；Wysocki, 
2002）。 

其次，企業亦可透過教育訓練，增強團隊自我管理行為。在工作行為的訓練上，

可協助團隊成員建立個人和團隊目標、客觀觀察指標，以評估自己的工作表現、自我

獎勵、自我懲罰。並可幫助團隊成員建立工作上的警戒信號，並學會設計自己的工作

流程，讓他們可以評估工作績效、改善工作方式；心理層面的發展亦需注意，教導團

隊成員發展正向的自我對話、學會自我激勵、提昇自我效能 （Sims & Lorenzi, 1992）。 

此外，團隊認定清晰度之提昇亦有助於釐清團隊成員的角色認知。隨著跨部門團

隊編組的興起，團隊成員可能同時擁有不同的團隊角色，如果團隊成員對於團隊沒有

清晰的團隊認定，他可能混淆多重的團隊認定，而無所適從，因此瞭解並釐清此一團

隊的認定是必要的（Seithi, 2000）。 

團隊認定可分為認知、情感、和評估差異三大層面。在認知上，團隊可透過教育

訓練，加強團隊成員對本身團隊之清晰度，清楚知道團隊的目標、職責和角色；亦可

增進團隊成員的歷史感、增加團隊的代表性、汲汲於團隊的經營和協助團隊成員自

省，以加強團隊認定的認知知覺。在情感上，可以提升團隊成員對團隊的感情投資，

強化團隊成員間的情感連結，例如舉辦聯誼活動、競賽。在評估差異上，讓團隊成員

藉由評比或是符號區別他們的團隊和其他團隊的差異性，透過區分團隊和外在團隊的

差別，團隊成員可以瞭解自己所屬團隊的定位，尋求團隊的外在意義和角色界定

（Mortensen & Hinds, 2001）。 

企業尚可注意影響團隊認定的因素，歸類出團隊認定之型態，以預測此團隊認定

型態是否能發展出團隊自我管理行為；雖然團隊認定清晰度低的成員，會降低其團隊

創新行為，但是藉由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強化發展，還是可以提昇他們的團隊創新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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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領導型態為高轉換型或高處理型時，會強化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正

向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不論是高轉換型或高處理型之領導型態，皆可強化團隊認定對團

隊自我管理行為之正向影響，故若能幫助領導者發展出適合個人的領導型態，都將有

助於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強化。在提昇轉換型領導效能方面，Kelloway and Barling
（2000）建議，企業可以訓練領導者激發團隊成員的潛力，以諮詢及教練的方式指導

成員，賦予團隊成員較多的自主空間；在提昇處理型領導效能方面，企業亦可訓練領

導者採取權宜的獎賞機制、標準化的工作程序來提昇員工的工作績效，讓團隊成員有

依循的工作目標和方針。 

團隊認定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影響並不會因為轉換型和處理型領導型態的差

異，產生不一致的結果，此符合 Yammarino et al.（1997）的研究結果。 

綜合上述發現，在團隊創新行為的發展上，團隊自我管理行為著實扮演了一個重

要的角色，當組織扁平化、工作團隊化之後，為避免各自為政、鬆散行事之缺點，團

隊認定的共識發展以建立團隊自我管理行為，是相當可行的方法；同時，團隊的領導

者在強化團隊認定與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的關係亦有所影響。 

三、未來研究 

在未來的研究上，建議可朝四個方向進行。 

第一，本研究僅以製造業為研究對象，後續研究可以擴大研究範圍，以海外台灣

企業在不同管理文化作為研究對象；從台灣產業結構來看，不少企業已在海外擴展，

因此增強海外部門工作團隊的認定、自我管理行為，發展適合海外當地文化的管理型

態，可以減少管理上的困難；此外，以大陸為據點的企業眾多（曾義民，2004），大

陸員工所需要的團隊認定、自我管理機制、領導型態可能和台灣大異其趣，實有必要

深入探討。 

第二，本研究之領導型態乃以西方領導型態為分類標準，未來可以考慮加入中國

式的領導型態（Robertson & Hoffman, 2000），以台灣及大陸企業為樣本進行研究。 

第三，本研究之團隊認定僅以單一構面衡量，尚未考慮到多元的團隊認定，隨著

跨部門團隊編組的興起，團隊成員可能同時擁有不同的團隊認定，多元團隊認定在工

作任務上可能會產生矛盾，值得進一歩探索（Seithi,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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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研究發現高轉換型和高處理型領導型態對團隊自我管理行為皆有正向影

響，故可從契合觀點出發（Daft, 1999），進一步探索適合採取轉換型或是處理型領導

的產業或企業型態，如傳統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的差別是否會造成適合領導型態之差異

性。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結果在解讀上存在某些限制，首先本研究變項全部由團隊成員填答，有

可能導致共同來源偏差問題；此外填答者有可能因社會期待因素（Jo, 2000），而產生

團隊創新行為之高估現象。為避免此二問題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除採用 Spector and 
Fox（2003）之建議，在研究工具編製過程中將較敏感的題項與字句加以修正，詢問

較精確之概念外，同時將領導型態和團隊創新行為的分數，以同一團隊成員之平均數

加以取代呈現，以降低高估或低估變項間關係的可能性（Jo, 2000）。並以單一因素檢

定法（Harman’s one -factor）進行共同來源偏差的檢定（Podsakof et al., 2003），結果

顯示共同來源偏差影響研究成果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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